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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炎培与凯兴斯泰纳职业教育思想比较 

乔文博 

（河北师范大学   050024） 

摘 要：黄炎培和凯兴斯泰纳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前半叶在职业教育界享有盛誉的大师级人物，在职业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
为世人所称颂。本文从比较的角度出发，对二者的职业教育思想进行研究，既着眼于理论层面，又着眼于实践层面；既研究二者的
相同点，又研究二者的差异；还对造成二者差异的原因进行探析，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实践的理性和自觉程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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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炎培（1878-1965），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县（今属上海市），

是我国著名职业教育家、政治活动家、爱国民主人士，中国民主建
国会的主要领导人。由他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是我国近代第
一个以提倡、研究、试验和推广职业教育为宗旨的教育团体。 

乔治·凯兴斯泰纳（1854-1932）是德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位著
名的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家、改革家，公民教育、劳作学校和职业技
术教育运动的倡导人之一，被称为德国“职业学校之父”。 其职业
教育思想主要包括公民教育理论、劳作教育思想、补习教育等三个
方面。 

一、黄炎培与凯兴斯泰纳职业教育思想相似之处 

（一）二者均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 
美国教育家杜威（John Dewey, 1859-1952）是实用主义教育思

想的创始人，是一位具有世界性声誉和影响的教育家。无论是 1915 
年黄炎培的美国考察之行，还是 1919 年杜威的中国之行，杜威的
实用主义教育论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均产生了深刻的影
响。但黄炎培本人并没有简单地照搬杜威的理论，而是根据当时中
国的国情，对杜威的理论进行重新审视，有选择性地接受，并且在
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检验其可操作性，不断总结和完善，形成了具有
自身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。在旅美回来后，他在总结清末实业
教育的经验教训时说，实业教育之所以流于形式在于学校与社会的
脱离、教育与职业的分离。为此，黄炎培提议将“实业教育”改为
“职业教育”[1]。黄炎培认为，职业教育的本质是职业性和社会性。 

“凯兴斯泰纳的教育理论受杜威的教育思想、价值与文化哲学
思想的影响极深。他强调指出，教育通过文化财富进行，而文化财
富必须与学生的身心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其个人精神结构相一致。”[2]

凯兴斯泰纳不断地学习钻他人的文化成果，并以此为基础，推陈出
新，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。他创设的劳作学校实验，不仅是为了满
足社会发展，也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思想之上，所以杜威的实用主
义哲学深刻地影响了凯兴斯泰纳。[3] 

（二）职业教育平民化 
黄炎培认为，发展职业教育不仅仅要为国家、社会增进生产力，

使物资丰富，还要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，从求职者方面立足，
解决广大人民的生计问题、就业问题。他认为， “中国最大、最
重要、最困难、最迫切解决的是人民的生计问题。” [4]所以，教育的
重心在民众，在于直接为民众谋利益。出于对职业教育本质特性及
其目的、宗旨的深刻认识与把握，他提出，要推广平民教育，主要
从他们生计问题上着手，要解决一切平民问题，主要从职业教育着
手。因此，他一直坚持将“应收寒素子弟求学，费用务使减轻”作
为职业学校的招生原则。 

凯兴斯泰纳提倡的职业教育主要是针对下层人民，他所创办的
劳作学校即是专指为劳动者子女开办的国民学校，由此可见其职业
教育思想的平民化倾向。在他看来，国民小学主要是用来对学生进
行公民训练和劳动训练，以便培养“有用的国家公民”。凯兴斯泰
纳极力主张对不同阶级施以不同的教育：在为广大劳动人民子女设
立的国民学校里，应注重体力锻炼，实施职业教育，以便于学生将
来从事体力劳动；而在为少数特权阶级子女服务的中学，却不应该
强调劳动训练，只宜侧重智力教育。可见，凯兴斯泰纳的职业教育
平民化思想在他所维护的双轨制教育制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 

（三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 
黄炎培认为，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学校与社会缺乏联系与沟

通，社会的需要在学校没有反映，学校教育脱离生产和生活实际，
知识与实践脱节。 [6]因此，黄炎培强调学校教育必须活用各种知识
技能于实地，学工的要到工厂去实践，学农的要到田园去实践，学
商的要到商场去实践。要“打破平面的教育，而为立体的教育”，“渐
改文字的教育，而为实物的教育”[7]。他认为，“职业教育的目的乃
在养成实际的、有效的生产能力，欲达此种境地，需要手脑并用。”
[8]他提出“手脑并用”、“做学合一”、“理论与实际并行”、“知识与
技能并重”，作为职业教育最基本的教学原则。 

凯兴斯泰纳也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的协调发展。他认为：“如
果在儿童整个成长时期，体力和手工劳动多于脑力劳动，特别是在
儿童 3 岁到 14 岁这一成长期时，如果手工劳动能力的培养和活动，
占有绝对首要位置时，则说明，这样的学校办得更加糟糕。”[9]由
此而知，专门的劳作课虽为劳作学校的特色，但这并不表示理论教
学就可以完全忽视。如果理论课受不到应有的重视，这样的学校也
就不能称为“劳作学校”。凯兴斯泰纳认为，“精神能耐的发展与体
力能力的发展，在科目教学中，愈能密切联络，那学校的组织也愈
幸福，愈完善，而精神能耐的发展，也更自然更容易。”[10]  

二、黄炎培与凯兴斯泰纳职业教育思想相异之处 

（一）职业教育目的 
黄炎培先生在“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”中提出，职业教育的目

的是：“一为谋个性之发展；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；三为个人服务
社会之准备；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。”[11]二十年代后，
又提出把“谋个性之发展”列为职业教育的首要目的，最终提炼为：
“使无业者有业，使有业者乐业”[12]。此后几十年里，在不同场合，
从不同角度，他对职业教育的定义、目的作过许多说明。在这些经
典表述中，黄炎培回答了何为职业教育，职业教育为谁而办的问题。
黄炎培在阐述职业教育概念时明确指出：“用教育方法，使人人依
其个性，获得生活的供给，发展其能力，同时尽其对群之服务，此
种教育名曰职业教育。”[13]  

公民教育是凯兴斯泰纳教育思想体系的核心。他强调教育应当
为国家服务，把每个国民陶冶成为对国家有用的公民。在他看来，
一个国家“政治经济的许多重大问题与教育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除非公民受到良好的教育，否则国家的许多政治经济问题也不能解
决。”[14]凯兴斯泰纳明确地提出：“国家公立学校的目的——也就是
一切教育的目的——是教育有用的国家公民。”[15]公民教育是目的，
职业教育是达到目的的手段，而劳作学校是实施公民教育和职业教
育的场所，从而把职业教育纳入到他的公民教育系统里。 

（二）职业教育形式 
在黄炎培看来，职业教育形式是多种多样的，既有较长期、较

系统地传授知识与技能的职业学校，又有为马上要去就业或为已经
就业的人们进行的补习教育。他说：“吾们向来办职业教育事业，
其主要内容就是办职业学校。后来发现了许多实际问题，并非职业
学校所能解决，于是又办职业指导、职业补习教育。实践得久而久
之，也就成了职业教育内涵是职业学校教育、职业补习教育、职业
指导的三分说。”[16]为了满足当时社会的各种需要，后来，黄炎培又
提出了其他各种类型的职业教育：如灾民职业教育、流浪儿童职业
教育、伤兵员职业教育、裁兵后职业教育等等。 

凯兴斯泰纳职业教育形式有劳作学校和补习学校两种。他明确
提出，公民教育应把国家“所有的分子”都包括在内。所谓“所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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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分子”，自然包含社会各个阶级、阶层，即全体国民。正是从这
一点出发，凯兴斯泰纳坚决地反对“学校的垄断”，认为只对某一
阶级作出教育上的安排而不考虑其余的阶级，乃是“一个极大的错
误”[17]。在凯兴斯泰纳看来，彻底普及初等教育，对全体国民进行
公民教育，是使他们能够履行国家义务的基本前提，但是如果把公
民教育仅仅局限于初等教育水平，又是不够的。[18]鉴于这一状况，
凯兴斯泰纳提出按照公民教育的目标和劳作教育的原则来改革国
民学校，同时在城乡广泛地设立新型补习学校，作为全面实施公民
教育的两大教育体系，即开展职业教育的两种形式。  

（三）职业道德的培养 
注重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，是黄炎培职业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

组成部分。他把职业道德教育概括为：敬业乐群、劳工神圣和爱国
主义。黄炎培主张的职业道德规范为“敬业乐群”，所谓“敬业”，
指“对所习之职业具有嗜好心，所会之事业具有责任心”。即敬重
其所从事的职业，充分理解其社会价值与社会意义，树立正确的职
业观；所谓“乐群”，指“具优美之情操及共同协作之精神”。 

凯兴斯泰纳也认为职业教育的重点之一是对学习者道德品质
的培养。职业学校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技能，还要培养国家所要求的
道德品质。在凯兴斯泰纳看来，仅仅具有职业技能，并不足以真正
培养对国家有用的公民，要做到这一点，还必须使年轻一代具有一
切为国家的道德品质，使学生理解国家团体的大义，领会国家的最
高价值，只有这样，才能使之在未来所承担的职务和工作中做到尽
善尽美，这也就是职业训练和团体生活的伦理化。 

很显然，二者都重视职业道德的培养。但黄炎培认为之所以要
培养职业道德，是因为职业教育增加了物质财富，个人道德情操也
应健全发展。凯兴斯泰纳提倡道德教育是为了要求学生俯首听命于
统治者。二者的道德教育亦有本质的区别。 

三、结语 

综上所述，黄炎培和凯兴斯泰纳的思想有着不同的侧重点，但
它们都符合当时的需要，对当今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
义。今天，我们的“以服务为宗旨，以就业为导向”体现了黄炎培

先生的精神，也是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与个人发展需要有机结合的
具体体现，是当前的职业教育改革以及发展时代的特征。因此，随
着时代的发展，显示了他们思想的价值，更需要我们对他们的职业
教育思想进行比较和探索，以促进当今教育的更好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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